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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作品主人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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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问题是诺奖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纪实创
作的核心主题之一，但目前国内学界对此鲜有涉及。本文将详细分析《战争的非女性面
孔》中苏联女兵基于性别的身份悖论、《锌皮娃娃兵》中由非正义战争所导致的锌皮娃娃
兵身份困境以及《二手时代》中被上升到民族国家层面的“红色人”的身份危机，借以阐述
作家对不同受难者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关注。尽管不同群体身份认同危机的缘由、表征、
后果不尽相同，但均与其在权力政治体系中相对弱势的地位有直接关系。作家以口述实录
的写作方式将弱势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呼吁社会给予关注，这使
其纪实文学作品表现出强烈的人道主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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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ze-winning writer Svetlana Alexievich’s documentary works, which, however, is seldom 
researched by Chinese scholars. Based on the identity theory and by describing in detail the 
gender-based identity paradox of the female soldiers in War’s Unwomanly Face, the identity 
dilemma of young soldiers caused by unjust war in Zinky Boys and the identity crisis of former 
Soviet citizens in Second-hand Time at the level of nation-state, this article expounds the 
writer’s concern about the identity crises of different groups of victims. Despite different causes, 
representations and consequences, all of the crises are directly related to their relatively inferior 
positions in the realpolitik system. In the form of dictation, the writer presents the problem of 
identity crises to the public and calls on the whole society to pay attention to it, which makes 
her documentary works full of deep humanitarian c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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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女作家斯维特兰娜·阿列克谢耶维奇（С. А. 
Алексиевич）以其“乌托邦之声”（“Голоса Утопии”）系列纪实文学作品闻名于世。该系
列共包括五部作品：《战争的非女性面孔》（«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1985）、《最后
的见证者——100 个非儿童故事》（«Последние свидетели - сто недетских рассказов»，
1985）、《锌皮娃娃兵》（«Цинковые мальчики»，1989）、《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
纪 事》 （«Чернобыльская молитва. Хроника будущего»，1997）、《二 手 时 代》（«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2013）。a 在这些作品中，作家以当事人口述实录的方式再现了第二次世界
大战、苏阿战争、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苏联解体等历史性灾难。诚如诺奖颁奖辞所说：“她
的多声部书写是对我们时代的苦难和勇气的纪念”（Treijs）。作家荣膺诺奖以后，受到国
内学界的较高关注。就现有研究来看，学者们主要着眼于其非虚构纪实体裁、复调叙事诗
学、创伤叙事伦理等，兼及比较文学和新闻学视野。但有一个贯穿作家创作的核心主题目
前却鲜有涉及，即主人公的身份认同。须知，作家对时代苦难的记录不是以历史学家而是
以人道主义者的视角进行的，其所关注的“是大历史通常所忽略的、不屑一顾的”小人物的
“心灵史”（《关于一场》 15）。作家指出：“我们无尽无休思考的是什么呢？仍然是那些问
题：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锌皮娃娃兵》 12）可以说，“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
去” 所表征的身份认同问题，是作家纪实创作的终极追问。
身份认同（identity, идентичность）是当代文化研究的重要概念，“其基本含义是指个
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陶家俊，
《身份认同》 465）身份认同是一个复杂矛盾的心理历程，涉及个体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对所
归属群体的认知以及在强势与弱势文化之间进行的集体身份抉择。身份认同“是一种持
续性建构，一个永未完成的过程”（Hall 2）。当身份认同无法顺利进行时，“一向被认为
是固定不变、连贯稳定的东西被某种怀疑和不确定的经历所取代”（转引自拉伦 195），由
此就会导致身份认同危机，引发“强烈的思想震荡和巨大的精神磨难”（陶家俊，《身份认
同》 465）。在天灾人祸、历史巨变、社会震荡面前，身份认同危机几乎无法避免，因为“在激
烈的社会转型过程中和社会不稳定的条件下，人们用以确立个体身份和社会身份的大部分
社会范畴都会丧失其界限和价值”（Андреева 187）。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身份认同与权力
政治密不可分：“新左派认为……身份认同就是权力政治的表征与产物”（陶家俊，《身份
认同导论》 37），“决定人的社会身份或任何一种身份的是权力关系”（陈永国 29）。这也
就意味着，身份认同危机对不同人群所造成的冲击程度是不同的，首当其冲的总是处于相
对无权地位的弱势群体，或曰“小人物”，亦即阿列克谢耶维奇灾难纪实的主人公。
对主人公身份认同危机的关注在五部“乌托邦之声”系列纪实作品中均有涉及。比
如，在《切尔诺贝利的祈祷——未来纪事》中，核辐射受害者在被灾难剥夺原有身份的同时
又被强加了新的身份——“切尔诺贝利人”，进而被其他人视为洪水猛兽。在《最后的见证
者——100 个非儿童故事》中，突如其来的战争将成千上万苏联儿童的幸福童年轰然斩断，
a 不同于英译本对作品原名的照直翻译，汉译本对作品原名多有改译，其中一些在笔者看来并不恰当。比如，«У 
войны не женское лицо» 直译为“战争的非女性面孔”，英译名为 War’s Unwomanly Face，汉译名为《战争中没有女性》
（吕宁思译，昆仑出版社，1985），《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吕宁思译，九州出版社，2015）；«Время секонд хэнд» 直译
为“二手时代”，英译名为 Second-hand Time，汉译名为《二手时间》（吕宁思译，中信出版社，2016）。本文中，涉及汉译
本引文时遵照出版名称，其余地方采用直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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剥夺了他们无忧无虑的孩童身份。该书副标题一语双关，既指受访者在讲述故事时已经不
再是儿童，也是说这些故事就其惨烈程度而言本就不该出现在儿童世界。与这两部作品相
比，身份认同主题在《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锌皮娃娃兵》《二手时代》等三部作品中表现
得尤为突出。它们分别涉及不同的受难者群体，其身份认同危机的缘由、表征和后果也各
有差异。
一、苏联女兵的身份悖论
作为苏联战争文学史上首部“女人写女人”的书，《战争的非女性面孔》颠覆了传统英
雄主义色彩的男性战争叙事，作家的女性立场及其对男性战争观的抗议不言而喻。作家所
披露的，与其说是战争的“非人性”，不如说是其“非女性”，这也正是“战争的非女性面孔”
的题中之意。换言之，作家所重点关注的是苏联女兵的身份悖论。这一点从作家为当事人
的讲述所概括的标题即可看出：《恐惧气氛和一提箱糖果》《布娃娃和步枪》《男人的靴子
和女人的帽子》《魔鬼女人和五月玫瑰》《装地雷和毛绒玩具的篮子 a》《祖国、斯大林和红
色印花布》等。
作家在引言中借一位历史学家之口指出，苏联女兵的大规模参战甚至“导致了俄语词
汇方面的问题：坦克手、步兵、冲锋枪手，这些专业在二战之前没有任何女人干过，所以根本
没有阴性名词存在。正是在战场上，才产生了这样一批阴性名词”（《我是女兵》 2）。语言
是思维的框架，被俄语语法突出标记的这种身份悖论导致苏联女兵承受了远甚于男兵的痛
苦和创伤。除了和男兵一样遭遇着战争的恐怖、血腥、残暴、丑陋，女兵还需额外应对诸多
生活上的不便和苦恼：洗澡、换衣服、上厕所、来例假，等等。更重要的是，在杀戮和死亡的
笼罩之下，女兵的性别身份与职业身份之间爆发出了强烈的冲突。
爱美是女人的天性，即使身在战场，芳华正盛的苏联女兵也难以抑制对美的追求。一
位女兵从野外采来紫罗兰花绑在枪刺上（58）；女兵们将部队发的包脚布改成围巾，并织上
毛茸茸的花边（106）；甚至于卧倒躲避扫射时，“不是考虑如何保住性命，而是把脸藏起来
以免毁容”（179）。所有这些性别身份的自然流露在残酷的战场上显得那么不合时宜，遭
到了以男性为主导的战争规则的坚决压制和暴力干涉。将紫罗兰绑在枪刺上的女兵遭到
营长的严厉呵斥：“军人就应该是军人，而不是采花女！”（58）几乎所有男性军官都直言
不讳地声称“女人的天性本来就与军事秩序格格不入”（133），并将以上行为通通视为不
可理喻的“女人的胡思乱想”（179）。其结果则是女兵的性别身份遭到压抑和扭曲，从心
理到生理均被男性化：她们穿男裤，剃男头，被“战争改变了话语和声音”（137），“身体像
死了一样，没有月经，也几乎没有女人的欲望”（410）。
如果说爱美之心尚无可厚非，那么女兵们敌我不分的同情心则几近于叛徒行径。在苏
联女兵的讲述中，有一个绝不会在男兵口中出现的关键词——“两边的人”。据列兵娜塔
莉亚讲述，在一个“连鸟儿都冻僵了”的寒冬，她在往食堂运送面包的途中碰上了一队被押
a 俄语原文为“О корзинке с миной и плюшевой игрушкой”，中译本《我是女兵，也是女人》将其误译为“装炸药
的篮子和毛绒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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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的德国俘虏。其中有一个娃娃兵，“脸上的泪水都结冰了”，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独轮车上
的面包。“我拿出一个面包，掰了一块给了他。他拿在手里……还不敢相信。他不信我会
给他面包……不相信！”（78）担任医护兵的季娜依达在布达佩斯运送伤兵时，在一个弹
坑里遭遇了一位身受重伤的德国军官。苏军伤兵本能地“挺起身子想掐死那个德国人”，
季娜依达阻止了他，并给失血过多的德国军官及时做了包扎。德国人对其感激不尽，而苏
军伤兵则对其“大发脾气，直到失去知觉”（178）。类似的故事在阿列克谢耶维奇的诺奖
演讲中也有提及（《关于一场》 17）。毫无疑问，这些出自女人天性的行为与你死我活的战
场环境是绝不相容的。“女人是带来生命的，是奉献人生的”（《我是女兵》 416），而战争却
迫使她们见证并参与杀戮。不难想象，当女兵和男兵一样面对残忍杀戮、血肉横飞、尸横遍
野的惨烈场景时，内心遭受着怎样的冲击和创伤。
战争结束后，女兵的身份悖论以反向形式凸显，导致了新的身份危机。胜利带来的最
初喜悦还未消散，她们便痛苦地发现自己根本无法融入和平生活，无法在新的环境下重构
身份。从主观层面来讲，退伍女兵久被压抑的性别身份难以寻回，小到穿衣打扮等生活习
惯的不适应，大到从事女性职业的工作能力严重匮乏。她们中的很多人都是在豆蔻年华被
抛入战场，被强行扭曲了天性，从女人转变为女兵，现如今“女伴们大学都毕业了，可我们
干什么呢？干什么都不行，没有专长。我们懂的只是战争，我们能做的就是打仗”（125）。
从客观层面来讲，男权主导的社会没有给予参战女兵应有的待遇。战后，“男人们可以佩
戴勋章、奖章，女人就不行。男人是胜利者，是英雄，是新郎官，他们上过战场是一份荣誉，
但人们却用完全异样的眼光看待我们这些女兵”（125）。退伍女兵境遇悲惨，无人愿娶，找
不到工作，很多人甚至连住房都没有。她们非但不被认可，甚至遭受轻蔑，不得不隐瞒自己
的参战经历。更令女兵难以接受的是男性战友的背叛：“是他们把我们的胜利夺走了……
他们不和我们分享胜利，这对我们是一种屈辱”（126）。更有甚者，一位男兵在战后抛弃了
共历生死的战友妻子，另寻新欢，并大言不惭地声称：“从她身上飘出的是香水味儿，而你
身上是毡靴和绑腿布的味儿”（281）。
苏联女兵的种种遭遇不禁让我们联想到苏联作家阿·托尔斯泰（А. Н. Толстой）根据
真实事件创作的短篇小说《蝮蛇》（«Гадюка»，1928）：一位正常女性，被革命战争扭曲天
性，变成了战场上所需要的“蝮蛇”，而在战后却无法融入正常的和平生活，处处遭受排斥
和侮辱，最终酿成杀人入狱的悲剧。和“蝮蛇”一样，苏联女兵所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同样
表现为战争所强加的后致身份与其先赋性别身份之间的悖论冲突，但其根源则是在战争语
境中占据主导地位的男性身份的压制。正如法国学者格罗塞（Alfred Grosser）在《身份认
同的困境》（Les Identités Difficiles）一书中所指出的：“在危急时刻，社会形象之中，男性身
份始终处于优先地位”（9）。
二、锌皮娃娃兵的身份困境
和“苏联女兵”一样，“锌皮娃娃兵”这一表述同样带有不言而喻的身份悖论。所谓
“娃娃兵”，指的是苏阿战争期间大量以“国际主义人道援助”的名义从学校应征入伍、年
仅十几岁的、毫无战斗经验的青年士兵。而所谓“锌皮”，指的是锌皮棺材，苏联当局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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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国内民众隐瞒战争真相，将战死士兵的尸体装入其中，运回国内秘密下葬。“锌皮兵”与
“娃娃兵”这两种身份悖论的叠加使这些青年士兵深陷身份困境，与女兵相比有过之而无
不及。
身份认同包含两个层面：自我认同及社会认同。前者指的是“一种内在性认同，一种
内在化过程和内在深度感，是个人依据个人的经历所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而
后者则是指“人在特定的社区中对该社区特定的价值、文化和信念的共同或者本质上接近
的态度”（王成兵 16）。对于生理和心理尚未完全成熟、尚未构建稳固自我认同的娃娃兵
来说，对社会认同的需求往往更加强烈，迫切需要一种能够赋予其归属感的集体身份载体。
他们原本是一群在军事爱国主义教育之下成长起来的少年，对建功立业、保家卫国、共产主
义等英雄梦想满怀憧憬，如今却遭受国家欺骗，被抛入阿富汗这一封闭的死亡时空体，充当
杀戮者和牺牲品。在这里，他们被剥夺了思考的权利，只负责按照命令开枪射击：“任何一
个人都不用可怜，击毙婴儿也行”（《锌皮娃娃兵》 25）。对自我身份的浪漫设定与残酷丑
陋现实之间的强烈落差使他们深陷身份困境。
在战争期间，锌皮娃娃兵的身份困境集中表现为两点：对“家”的强烈思念及对战友
情谊的畸形依赖。回家成了所有娃娃兵魂牵梦绕的情结：“我在这儿梦见了电车，梦见我
乘电车回家……我最喜欢回忆妈妈烤馅饼的场景……家里充满揉面的香味……”（8）很
多娃娃兵需要听着复员歌曲才能入睡，“醒来就说：‘我想回家……回家……去找我妈’”
（37）。在世界各民族的文化中，“家”都是身份认同和心灵归宿的象征，锌皮娃娃兵对
“家”这一曾经的身份载体的强烈思念，实际上是出于对现有身份的极力抗拒。当原有身
份土崩瓦解之时，陷入身份困境的娃娃兵们不由自主地想要聚合起来，形成新的共同体，借
以获得稳定的集体身份。正因此，娃娃兵对于战友情谊表现出了畸形的依赖：一方面，他们
抱成一团，彼此支撑，互为掩护；另一方面，他们以残忍的杀戮为死去的战友复仇。一位士
兵因战友被杀而持枪扫射了阿富汗平民的婚礼现场（9-10）；另一位士兵坦言：“为了我们
一个被杀害的士兵，我们会屠杀整个村子”（34）。
悖论的是，对这种被亲历美阿战争的美国当代作家荣格尔（Sebastian Junger）称为“痛
苦的兄弟血谊”（Brotherhood of Pain；转引自胡亚敏 171）的战时共同体，锌皮娃娃兵在理
智上并不认同：“这种情谊是不存在的，我不相信它。打仗时我们能够抱成团，是因为恐惧。
我们同样上当受骗，同样想活命，同样想回家。在这里，我们能联合起来是因为我们一无所
有。我们关心的只有这些问题：抚恤金、住房、好药、假肢、成套的家具……这些问题解决
了，我们的俱乐部也就解散了”（《锌皮娃娃兵》 28）。战争的非正义性质剥夺了战时共同
体存在的合理根基，使其缺乏正义感和使命感，但不幸的是，对于遭受欺骗、渴望活命的
锌皮娃娃兵来说，这种畸形共同体却是他们在这场非正义战争中唯一能够指望的身份依
托。
幸存的锌皮娃娃兵回国之后，不仅承受着难以磨灭的战争创伤记忆，而且依旧身处难
以摆脱的身份困境。在战争的头几年，与苏联当局达成保密协议的幸存者被包装为英雄，
受到不明真相的民众的欢迎，四处受邀演讲。但他们被严禁谈论任何有损国家形象、军队
威严的事情，被迫以谎言欺骗大众，独自忍受良心的谴责：“表面上我们像是和伟大卫国战
争的参加者享有同等待遇，但他们保卫了祖国，而我们呢？我们像是扮演了德国鬼子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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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28）。随着苏阿战争的真相逐渐大白于天下，身为受害者的锌皮娃娃兵非但没有得
到民众的同情，反而成了替罪羊。感到被欺骗、受蒙蔽的民众将怒火转嫁到这些“政府帮
凶”“杀人凶手”身上。面对千夫所指，士兵们转而开始自我辩护：“可是我把血留在那边
了……这是我们在不真诚的战争中凭真诚赢得的勋章……”（27）
无论战时还是战后，锌皮娃娃兵的身份困境均表现为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的矛盾冲
突，其根源是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质，但施与者却是苏联当局和社会舆论。他们不被理解，
不被接纳，牺牲者没有得到烈士的待遇，幸存者也被剥夺了英雄的荣誉，被视为“白乌鸦”
（63），又被称作“阿富汗人”（27），无法获得牢靠的社会认同也无法建立稳固的自我认同：
“我们是哪种人？我不知道，是英雄还是千夫所指的混蛋？”（27）他们甚至对国家和民族
的身份认同也产生了质疑：“阿富汗治好了我轻信一切的病”（31），“现在我甚至可以考
虑换一个祖国”（83）。
三、“红色人”的身份危机
于 2013 年出版的《二手时代》是“乌托邦之声”系列纪实作品的压卷之作，被作家自称
为“红色人终结篇”（“Конец красного человека”）。如果说以上两部作品主要是从个体或
特定群体着眼，那么《二手时代》则将身份认同危机上升到了民族国家的层面。民族国家
既是一种赖以维护政治统一的“政治共同体”，又是一种确保文化统一的“想象的共同体”，
而“民族认同主要来自于一种文化心理认同”（陶家俊，《身份认同》 469）。在苏联时期，
人们被黏合为前所未有的共同体，“所有人全部按照整齐划一的游戏规则行事”（《二手时
间》 173），“听同一种录音带，读同一种苏联的小册子，骑同一种自行车……同样的时间穿
同样的衣服”（179-80）。由此形成了一种史无前例的宏大集体身份——“苏联人”。这是
一种“超越种族、超越民族的集体身份”（Крылов 100），一种有别于“亚当以来旧人类”的
“新人类”（《二手时间》 ix）。
格罗塞认为，个体身份是由记忆的传递所塑造的，而塑造并维系集体身份的主要介质
则是集体记忆，其“内容取决于中介者和培养者对历史史实所做的取舍，他们有意或无意
地扭曲诠释，并强加给接受者”（34）。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正是对集体记忆的解构和扭曲
导致了苏联“想象共同体”的轰然倒塌。一方面，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大清洗、古拉格、苏
阿战争等大量黑幕被陆续揭开；另一方面，在历史虚无主义风气的弥漫之下，苏联历史和
英雄遭到集体抹黑。在内部揭露与外部诋毁的夹攻之下，国家、理想、光明未来等宏大范
畴遭到彻底解构，原有的集体身份认同随之颠覆而破灭，“苏联人”这个汇集近三亿人口
的集体身份不复存在。在原有共同体分崩离析、新共同体又未能及时确立的“二手时代”，
数百万前苏联人深陷集体身份危机：“所有人都陷入了一种无理性的孤独感当中”（321），
“精神病院人满为患”（19），人们用酒精麻痹神经，“能够点燃的东西他们都喝：从蔬菜洗
洁剂到汽油”（115）。更为严重的是，出现了大批自杀者，《二手时代》一书便是由二十个
与自杀和死亡相关的故事构成的。这些故事的主人公跨越不同性别、年龄和阶层，但全部
属于“红色人”，或曰“苏联分子”。
这些人大致可分为老中青三代。对老一代苏联人而言，苏联解体无异于世界末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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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八十七岁的老人，在斯大林时代响应领袖的号召夜以继日地劳动，“得过两次勋章和三
次心脏病”，对时代的伟大确信不疑，而在苏联解体后却遭到诅咒和诽谤，被污蔑为“斯大
林的奴隶”（189），悲愤自杀。另一位七十七岁的布列斯特要塞守卫者，在曾经浴血奋战过
的要塞卧轨自杀。在遗言中他“痛斥叶利钦-盖达尔政府，因为他们造成的屈辱和贫困的生
活，也因为他们对伟大胜利的背叛”（215）。此事发生在 1992 年，曾在俄罗斯引发轩然大
波，著名作家拉斯普京（В. Г. Распутин）在其访谈录——《这灾难绵绵的 20 年》中也曾痛
心疾首地论及此事（144）。中年一代是 20 世纪 60 年代出生的知识分子。他们生活在苏
联晚期，以“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自居，在改革、自由、民主化的诱惑之下遭遇了双重失
败。拜金主义大行其道，知识分子尊严扫地，纷纷失业，无所适从：“我感觉生活……不属
于我们这样的人”（423），“我们还活着……但我们已经不存在了”（314）。青年一代则是
苏联最后一批少先队员，自称“迷失的一代”，本是“共产主义的孩子，却在过资本主义的生
活”（184）。
老中青三代苏联分子，尽管对前苏联和当代生活的经历和体会各不相同，身份认同危
机的原因和表征也不尽相同，但归根结底都源自苏联解体所带来的异化、贫困和边缘化：
“苏联分子是一群有着特殊心智的人，拥有苏联式思维……如今却遭到欺骗，陷入赤贫，失
去了一切”（Томашевская 102）；“‘红色人’最终未能步入他们在厨房里憧憬过的自由王
国。人们抛开他们分解了俄国，他们一无所有。他们饱受欺辱，被抢走一切”（阿列克谢耶
维奇，《关于一场》 23）。苏联分子和红色人是时代更迭的牺牲品，面对迥异而陌生、困顿
与屈辱的新生活，他们难以找到归属感、构建新的集体身份认同。
令这种身份危机雪上加霜的是，即便同一代苏联分子之间往往也难以达成身份共识。
在卧轨自杀的布列斯特要塞保卫者的追悼会上，曾经的战友之间也就如何评价斯大林发生
了激烈争论。为了更好地反映这一情形，让读者体会到前苏联人在“二手时代”所遭遇的
身份危机，作家在《二手时代》中采用了大量的一对多访谈和公共场所的随机采访。在此
前的作品中，讲述者彼此隔离的声音构成了某种共鸣，而在这部作品中却充满了不同阵营
的对垒和众声喧哗的论辩：“全国变成了一个辩论场……有的家庭因为不同观点而瓦解，
子女与父母因争吵而分离”（56-57）。
综上，主人公的身份认同主题如同珠线一般贯穿着阿列克谢耶维奇的纪实文学创作。
尽管不同受难者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的表征不同、原因各异，但都与其在权力政治体系中
相对弱势的地位有直接关系。无论苏联女兵、锌皮娃娃兵、“红色人”，还是“切尔诺贝利
人”或遭遇战争的儿童，无一例外都是“小人物”，是主导与从属、压制与抵抗、中心与边缘、
自我与他者、施害与受害等导致身份嬗变的二元对抗中的弱势，更是传统身份叙述中的被
叙述者。正如作家本人所感叹的：“在同一个人身上存在着两种真实：一种是被强行隐藏
于地下的个人真实，还有一种是充满时代精神的整体真实，散发着报纸的气味。前一种真
实很难抵抗后一种庞大势力的冲击”（《我是女兵》 100）。也正因此，作家以口述实录的
写作方式将受难者群体的身份认同危机直观地展现在世人面前，表现出了强烈的人道主
义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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